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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西抗战文学的特殊形态

王 巧凤

　　山西文学从 20年代到 30年代初 ,一直比较封闭。是抗日战争 ,点燃和助产了山西文

学。战争打破了地域界线 ,外地作家 、艺术家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与本土作家 、艺术家汇成

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 ,催生和发展了山西的抗战文学。因此可以说 ,抗战烽火是山西

文学得以新生的首要前提 。

由于战争 ,转移了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的重心。“五四”时期基本上潜隐的救亡

意识 ,因民族存亡之大事 ,激变为明确意义上的救亡意识 。以往以启蒙为主体的文艺创

作 ,开始升华为以救亡为主题的创作取向。也就是说 , “五四”时期是以启蒙压倒了救亡 ,

抗战时期救亡却压倒了启蒙。

这种重心的转移 ,对于山西抗战文学来说 ,大大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战火燃

烧起来后 ,山西成了抗日的前哨 ,战争危及国家及民族命运 ,危及每个个体生存的命运 。

这时 ,山西人民尽管仍然没有走出原有生活规范和思维结构 ,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敌军

压境的严酷现实 ,不仅使普通的山西百姓奋起救国 ,就是统治山西的国民党二战区长官阎

锡山 ,也开始与共产党人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这个时期 ,民主气氛大为增强 ,人们的思想

在相对和缓自由的氛围中 ,变得活跃而向上。于是 ,理想追求 ,文艺创作的局面有了变化 。

外来信息 、文化营养 ,不断地传布到山西各个抗日根据地 ,文艺家借这一开放局势 ,大力宣

传革命 、宣传爱国思想 ,山西文学就在这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中 ,开始出现转型。救亡意

识 、人的意识 、文化意识不断地冲击着山西知识者与广大农民的传统观念 ,冲击着山西古

老的文化传统。逐渐地 ,山西抗战文学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文化品格。这一段的文学艺术

创作 ,紧随时局变化 ,把残酷的血与火的战争 ,要求国家独立富强 、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 ,

反对侵略 、反对压迫 、反对封建思想的束缚 、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转化为山西抗战文学的

主旋律 ,刺激和影响着人们对新局势的判断与选择 。尤其是在最严峻的敌我相峙阶段 ,战

争要求人们的 ,已经不仅仅是“五四”时期的科学 、民主 、自由 、平等的宣扬 ,更多的变成了

一切服从于民族革命斗争及其铁的纪律 、统一意志和团结的威力 。任何个人的权利 、自

由 、追求 ,都让位于民族的 、国家的需要。文艺服从于政治 ,文学为战争服务 ,成为天经地

义的事。

那个时候 ,人们被时代 、战争 、政治裹挟 、不由自主地便失却了自己 ,衍生出许多无奈

和缺憾 。比如 ,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革命要求和现实斗争 ,一定程度地掩盖和湮没了“五

四”新文学曾竭力倡导的启蒙思想 。又比如 ,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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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世界观和行为规范来取代封建性的旧意识形态时 ,封建主义的一些东西却又在改

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人们的头脑 。还有当时的平均主义 ,家长制作风 ,时而出现的“一言堂”

现象 ,仍然流露的尊卑秩序与等级观念 ,以及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 ,对西方资本

主义文化不同程度的排拒……随着这场“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

名义下 ,被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社会以及知识者中逐渐蔓延开来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意

识。这些积弊在当时确实很不利于抗战 ,不利于山西抗战文学的发展。但在那时的救亡

热潮中 ,到处都被一种轰轰烈烈的声势和艰苦抗战的气氛所包围 ,人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

思考。那么 ,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再所难免 ,正如评论家赵园所指出的 ,鲁迅如果不是

在战争年代 ,也不会去做杂文 ,而放弃了他一直想写的有关四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老

舍也不会去写大鼓词 ,茅盾又何至于去写《霜叶红似二月花》 。

无论怎样说 ,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 ,山西抗战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剖

析 ,连同各种积弊的滋生 ,都脱不开民族生存的救亡现实土壤。这现实 ,使山西抗战文学

无法冷漠地超然于政治与战争的双重救亡主题之外 ,那么 ,其优劣得失也就难以选择 。这

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也是农民战争的一种宿命。

就总体而言 ,抗战以及救亡意识的强化 ,最终还是使山西抗战文学日渐成熟起来了。

战争使许多文学艺术家奔赴前线 ,贴近农民 ,深入到生活基层 ,体察到战争与民情的

真情实况。外来文艺家与本地文艺家 ,都把文艺同民族命运联结在一起 ,把迅速 、及时地

反映抗战 ,服务于抗战 ,为国为民分忧解难 ,当作创作的“天职”与使命。打仗 、参军 、抓汉

奸 ,颂扬民族牺牲精神 ,宣传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 ,成为当时诗歌 、小说 、戏剧 、报告文

学创作最突出的共同内容 。抗战进行到深入与反攻阶段 ,山西抗战文学也随之拓展到军

民团结 、政权建设 、反封建意识 、减租减息 、生产自救 、反顽斗争 、敌区工作等各个领域与不

同层面 。丁玲 、周而复 、阮章竞 、田间 、赵树理 、马烽 、西戎 、孙谦 、胡正 、李束为 、高沐鸿 、贾

植芳 、姚青苗 、碧野 、冈夫等作家 ,曾用他们那支永不停息的笔 ,谱写了一曲曲激扬正气的

救亡之歌 。

那个时期 ,不论外来作家还是山西作家 ,最强的向心力在于“救亡” 。围绕这一突出的

社会主题 ,无论从哪里来的作家 ,无论从前已形成何种艺术个性 ,在“救亡”这一口号下 ,都

抹去了界限 ,抹去了差别 ,抹去了不适应与不习惯 。那个时候 ,山西根据地也曾展开过“大

众化问题” 、“形式问题” 、“暴露黑暗问题”等方面的讨论与研究 ,但是 ,不同地域作家之间

的关系始终是比较融洽的 、和谐的 ,创作倾向始终是比较统一的 。是“救亡”这一中心把大

家团结起来的 ,否则 ,很难有如此和谐统一的局面 。根据地作家们就在那种马不停蹄 ,头

不落忱的战斗生活中 ,仍然写出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 、小说 、诗歌 、戏剧 ,把山西人民抗战

业绩传播到大后方和全国各个抗战区去 。

外来作家对于山西抗战文学的影响 、渗透 ,不仅有助于山西文学的重新建构 ,而且引

起了山西作家对山西文学价值 、意义的追问和开拓 。山西作家们也许是在对异质文学创

作的比较 、模仿 、学习 、反思 、重新认识之下 ,产生了对于原有文学观念的更新 ,艺术角度的

选择 ,感悟方式的转换 ,对传统的山西文学重新认识 、重新发掘的理性意识 。赵树理就是

一个典型。“五四”新文学之于他 ,一方面是对鲁迅 、郭沫若这些大家怀有崇拜之感 ,另一

方面就是在欧化热潮中模仿欧化 ,写欧化小说 。那时 ,赵树理想必以为“五四”新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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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就在于对欧化的学习 、运用 、掌握。但在抗日战争中 ,外地作家与本土作家的融合 ,

使赵树理真正理解了欧化小说并不是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不要说欧化小说 ,就是把鲁

迅的小说读给他略通文墨的父亲时 ,他父亲也根本不知其所以然 ,更不要说没有文化的普

通百姓了 。正是在这种对民众审美接受能力的认真考察以及对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

深入思考的基础上 ,赵树理意识到 ,抗战这一救亡主题 ,把外地与本地作家间的距离拉近

了 ,同时也把“五四”新文学与山西抗战文学的距离拉近了。“五四”时期略具共产主义思

想的作家提倡大众化方向 ,但当时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个方向 。而在战火纷飞的山西抗日

根据地 ,在外地作家与本地作家合力浇灌山西文化园地 ,在本地作家全力适应农民阅读欣

赏能力的努力中 , “大众化”方向却得以实现。于是他身体力行 ,使之臻于完善。

这说明 ,山西文学需要外地作家带来的文化营养 ,同时也需要本地作家根据山西文化

特点兼收并蓄。利用外地文化与全国抗战文学取得一致的语言形式和艺术技巧 ,并不非

得以抛弃传统文化 ,全盘照搬外地经验 、牺牲本地个性为代价;恰恰相反 ,应该以符合中国

农民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事实上 ,抗战时期 ,山西作家对外地作家的学习 ,以及外地与本地作家呈示的联合与

影响 ,完全是一种时代的迫切要求 ,带有历史的必然性。战争的外紧内松 ,使外地作家与

本地作家 ,作家与农民 、土兵 ,有了共同面对文学 、欣赏文学 、再造文学的机缘。只因了这

机缘 ,才产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性“对话” 。尽管这对话是以“救亡”为

中心 ,但同时已经包含了“五四”时期 ,揭露国民性弱点和“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思想在

内。“五四”和抗战时期 ,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觉醒中的特殊地位和中国农民在革命斗争

中觉醒的特殊重要性和艰巨性 ,决定了文学表现和反映的中心人物都应该是知识分子和

农民 。那么 ,山西抗战文学对于知识分子和农民以及二者关系的关注与重视 ,就带有了某

种必然性 。由这种必然性透示出 ,山西抗战文学 ,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与救亡

主题 、知识分子与农民命运的主题 、作家队伍的团结融合 、真正实现文学大众化方向的一

种延续 ,一种持续性的新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 ,山西抗战时期的外地作家与本土作家之

间 、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对话” ,对于山西抗战文学 ,就具有了一种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

它似乎成为“五四”倡导期文学的一种回应 ,深深镌刻在了山西抗战文学史上。

(作者:王巧凤　太原师专中文系　030001)

〔责任编辑　马斗全〕

·76·


